
民族文物是承载各民族历史发展脉络、民族文化传
统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物质载体。民族文物
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馆藏体系中极具特
色与价值的组成部分。文物定级工作作为博物馆藏品管
理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对于民族文物的科学保护、深
度研究与有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其他馆藏文
物，民族文物兼具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具有独特的民
族文化与社会属性，其定级工作要兼顾标准适配性、价
值评判多维性等多个方面，充分发掘其在传承中华文
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结合
国博的民族文物定级实践，就工作原则与实施路径略陈
管见，以期抛砖引玉。

工作原则

民族文物定级是一项兼具政策性、专业性与文化性
的系统工作，既要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遵循
博物馆文物定级的通用规范，又要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文
化传统，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下，着重强调以下三条
原则：

一是依法依规、严守规范的原则。依法依规、严守规
范是民族文物定级工作的首要前提。该项工作必须严格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国家法律法规与行
业规范为依据，严格按照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开展定级
工作，杜绝盲目性与主观随意性。与此同时，针对民族文
物的特殊属性，需结合民族文化相关政策要求，在价值
评判、流程操作中兼顾保护民族文化的规定，确保每一
项定级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使定级结果具
备合法性与权威性。

二是价值考量、多维评判的原则。文物价值是定级
的核心依据，民族文物的价值具有多元性特征，定级工
作应摒弃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构建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科学价值、民族文化价值等多维综合评判体系。其
中，历史价值侧重考量文物是否见证民族重大历史事
件、记录民族社会变迁历程；艺术价值聚焦文物的工艺
水准、造型美学，是否为民族传统工艺的典型代表；科学
价值关注民族文物在生产技术、工艺传承等方面的研究
意义；民族文化价值则突出文物的民俗功能、精神寓意
与非遗传承价值，以及在民族文化认同、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中的独特作用。通过多维价值综合研判，全面衡量
民族文物的多元价值，以确保定级结果能真实反映民族
文物的实际价值。

三是尊重风俗、保护文化的原则。民族文物与各民
族的文化传统、精神信仰紧密相连，定级工作必须充分
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杜绝套用“一刀切”的通用标
准。在价值评判过程中，要深入研究民族文物的使用场
景和文化内涵，倾听民族文化研究者的意见，尊重民族
群体对文物的文化阐释，进一步规范操作流程与表述方
式，切实维护各民族的文化权益。同时结合文物存世量、
代表性及完残程度等，形成综合价值评估意见。

实施路径

结合民族文物的独特属性与藏品管理的实际情况，民族文物定级采取
前期筹备与专家评判相结合的总体思路。前期筹备阶段要逐一核对文物实
物与现有档案，有序摆放每一件拟定级的文物，梳理文物的征集时间、收藏
来源、文物族属、流传经过、品相完残、修复记录等基础信息，整理前人的研
究成果、民族口述史料及相关文献资料，结合文物账目、文物卡片制作拟定
级文物清单。专家评判采取召开定级会议的工作模式，通过现场查看拟定级
的民族文物，专家组对初步定级意见进行集体讨论，就文物名称、年代、纹
饰、材质、功能、价值等信息进行逐个核查修正、补充完善，形成最终定级意
见，确定文物级别。在民族文物定级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一是民族文物的年代断定与跨年代问题。部分民族文物通过征集、捐赠
等方式入藏博物馆，其流传经过可能不明确，年代标识不清，也缺乏相关的
文献佐证，年代断定难度相对较大。与此同时，尽管一些民族文物有时间标
识，但使用的是本民族独有的纪年体系标记时间。纪年体系是一个民族时间
观的集中体现，在具体的定级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进行价值考量，也需要与
现行的历法体系进行转换。还有民族文物的跨年代问题。一般而言一件民族
文物应有其确切的存在年代，但有的民族文物基于特殊的功能情境可能会
跨越不同的年代，如征集于云南宁蒗的曾万成顶地契，其立契时间为光绪二
十六年二月二十日，而验契时间为民国三年十月，这种跨越了清代、民国两
个时期的民族文物本身就是制度变革的实物证据，从而成为研究民族地区
社会转型不可替代的珍贵材料。

二是民族文物中少数民族文字的释读。在民族文物定级过程中，少数民
族文字释读是进行价值考量时所面临的瓶颈。只有正确的文字释读才能判
断其是否涉及重大历史事件，还原真实的历史与民族关系信息，进而才能确
保定级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与文化完整性。如国博馆藏道光二十二年世袭
蒗蕖州知州印，该印为满汉双体文方形铜印，印文左右两侧分别为篆书满、
汉文“世袭蒗蕖州知州印”。在对该铜印的定级工作中，得益于对满文的准确
释读，判定该印作为清代蒗蕖土司复袭土知州的实物见证，且为蒗蕖土司地
区仅见之官印，认定其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研究价值。

三是多件民族文物的联合考察。基于独特的社会情境与民族属性，民族
文物往往成套或成批出现，诸如基于某仪式仪轨所使用的成套文物组合，某
一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所使用的生产、生活器具，以及反映民族之间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文物等。在此类民族文物的定级过程中，要注重多件文
物的整体价值，把握其系统性与文化关联性，比如是否能成组说明某一历史
问题、完整讲述一个民族文化故事，是否能反映某一系列的制造工艺与操作
流程，是否承载着某种民族文化或精神寓意等。在此基础上考察其稀缺性、
典型性与保存完整性，进而定出相应的文物级别。例如国博成套保存的畲族
十殿图，是展现畲族祖先崇拜与丧葬仪式的宝贵实物资料，也是畲、汉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物证。

四是溯源民族文物的社会情境与田野调查。民族文物进入博物馆，由
物品转变为博物馆的藏品或展品，其存在的社会情境发生了变化，如何评
估其在原生情境与博物馆情境中的价值，是民族文物定级过程中必然面
临的问题。比如民族文物在其原生情境中，基本功能作用是什么，是作为
生产生活用具还是仪式道具等，依此明确其核心用途与社会角色。民族文
物被征集至博物馆，使文物脱离“器物”的属性而转变为“文化符号”的象
征，其中体现出了民族文物的活态性与连续性。在此基础上，赴民族地区
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就显得尤为必要，沉浸式进入生活场景，现场记录文
物的日常状态，捕捉民族文物存在的活态语境，使之与博物馆情境进行对
比分析，进而能够更好地确定民族文物的多维价值，巩固发展民族文物定
级的成果。

综上，国博的民族文物定级工作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方针，遵守我国文物保
护相关法律法规，立足民族文物的本质属性与文化特征，形成了规范有效的
工作原则和完整清晰的实施路径。通过民族文物定级工作，让民族文物更好
地走出库房、走向大众，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
内涵，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
文博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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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自古便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不
仅孕育了悠久的稻作文明，还构建起南方青铜文化的
辉煌。作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以丰富的铜
矿储量和精湛的冶铜技术而闻名。考古发现表明，至迟
在商代，江西先民便开始对铜矿资源进行开采与利用，
呈现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特征。这些与青铜文化相
关的遗物，诸如青铜器、采冶工具以及携有相关文化因
素的各类器物，被系统地收藏在博物馆中，构成博物馆
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作为江西青铜文化
的核心展示窗口，江西省博物馆“虎踞江南——新干大
墓与青铜王国”展览（以下简称“虎踞江南”展览），依托
江西商代青铜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的展陈探
索与实践。

商代江西青铜文化的内涵

商代江西青铜文化的内涵包含铸造作坊在内或依
附铜矿而发展的大型城址；出土一定数量青铜器的大
中型墓葬或祭祀遗址；具有完整采集、冶铸工艺流程的
铜矿遗址和相对成熟的冶铸技术；器型完备且兼具中
原和地方文化特色的青铜器等。青铜制作技术主要包
括采、冶、铸三个主要环节。瑞昌铜岭发现采矿、冶炼遗
迹，荞麦岭遗址发现冶炼、铸造的遗迹遗物，樟树吴城
遗址、新干牛头城址发现陶范，新干大洋洲商墓及其周
边发现的大量青铜器，涉及古代采矿、冶炼与铸造等关
键环节，足见江西金属冶炼技术发展之早，水平之高，
技艺之精。

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是迄今南方地区已知最早
的采铜点，确证江西铜矿资源丰饶，且冶铜业从商周时期
就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通过发掘材料来看，矿山的
开采年代由商中期延续至周代，连续开采超过千年。从选
矿、采矿遗迹及遗物的具体情况分析，该遗址大抵可以分
为商代、西周、春秋、战国四期。经由对商代文化层出土陶
器的考古类型学研究，比对樟树吴城、上饶万年、鹰潭角山
等遗址同时期陶器的文化因素可知，该遗址商代遗存以中
原商文化为主，兼有少量地方越人文化因素，且在商早中
期就属于集开采、冶炼为一体的大型铜矿。

樟树吴城商代遗址，出土斝、器盖等青铜礼器和
戈、矛等青铜兵器，发现铜渣、陶范、石范等与铜器铸造
相关的遗物以及冶铸遗迹，体量不大但特征鲜明。李伯
谦等专家通过对印纹硬陶分期分区研究，认为吴城文
化既表现出强烈商文化因素，与中原商文化有密切关
系，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且随着时间发展其独立性
愈发明显。吴城遗址出土模范上花纹的形制与青铜器
花纹高度吻合，证明这些青铜器是在本地铸造的。换言
之，吴城先民已掌握青铜冶铸技术。根据发掘报告中考
古学分期研究，推断其青铜遗存约属吴城二期（相当于
殷墟一期、二期），地方土著特色已较为明显。专家普遍
认为，吴城文化铜业发达与瑞昌铜岭采冶技术不无关
系，商中期瑞昌铜岭铜矿完备的采矿技术体系，为吴城
文化青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

新干大墓的发现，证实商代江西有高度发达的青铜
文化。墓葬年代相当商晚期偏早，墓中出土 475件青铜
器，涵盖礼器如鼎、甗、鬲，乐器如铙、镈，以及兵器、工具、
农具等类别。学界研究认为，新干大墓礼器受中原商文
化影响，并进一步有选择性地接纳与融合，而农具、兵
器等地方特色明显，甚或存在对中原地区青铜文化产生
影响、渗透的可能性。新干大墓与牛头城城址相距约3公

里，同处赣江东岸古淦水附近，据此推断新干大墓的主
人与牛头城城址密切相关。从新干大墓、牛头城城址出
土的陶器风格十分接近的特点分析，它们同属吴城文化
的范畴。可见大约殷商时期，以吴城遗址——牛头城遗
址为中心，存在一支高度繁荣的青铜文明。

吴城、牛头城等城址规模巨大、等级很高。不仅具
备人口集中的特点，且功能分区明显，制陶、冶铜等手
工业技术明显进步，并逐步专业化。而祭祀遗迹、文字
符号、兵器的发现，也进一步证实该地区已经进入文
明社会。两地原始陶瓷器上都刻画有“戈”字符，或认
为是远古戈人的族徽，是其活动或迁徙的写照。新干
大墓青铜器上丰富的“虎”元素，吴城城址出土的“雀”
形陶符，表明以牛头城为代表的虎方，以吴城为代表
的雀方，以及戈人等，他们是这一区域内复杂而多元
民族融合的代表，共同构成了江西商代青铜文化的核
心。该区域青铜文化最初受到中原高度发达青铜文化
的影响，在吸收其精华的同时，进行了借鉴并融合创
新，最终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文化的交织互动、
此消彼长，正是赣鄱地区融入中华多元一体青铜文化
的生动体现。

博物馆陈展融合青铜文化研究的要点

博物馆新定义提到，“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
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
质遗产”。博物馆与田野考古紧密关联、相互支撑，如何展
示好江西青铜冶铸技术起源和青铜文化发展，进一步阐
释、传达青铜文化内涵，“虎踞江南”展览应时而生。

其一，强化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博物馆陈展理论
的可行性，建立在充分且科学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全
面掌握研究动态，深入理解业内最新、普遍认可的研究
成果，是确保展览内容准确性和学术性的前提。“虎踞
江南”展览以新干商代大墓为切入视角，从一座墓，一
个方国，一支考古学文化的主线出发，设置了“王者归
来”“山河安在”“回望繁华”“融汇多元”四大展览板块，
陈展脉络清晰。“王者归来”通过对墓葬元素的分析，清
晰地让观众了解这就是一座王级大墓；“山河安在”通
过阐述江西清江盆地商代遗址的情况，梳理了新干大
墓、牛头城遗址、吴城遗址之间的内在关联，说明该区
域是江西青铜文明的核心区；“回望繁华”结合铜岭遗
址、吴城遗址出土的采冶工具，新干出土青铜器的科学
检测结果，明确商代赣鄱流域已建立起完备的青铜器

生产体系，以及丰富多样的生业形态；“融汇多元”则是
通过江西青铜时代各遗址文化面貌的对比，论证铜料
的流通与青铜文化传播方式、路径，以及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其二，注重文物资源的优势互补。展品是陈展的物
质基础，展品的合理配置，既体现了文物资源的丰富度，
更是策展者对展览背景的认知和理想化的思考。“虎踞
江南”展出展品囊括了新干大墓出土大部分遗物，瑞昌
铜岭遗址、吴城遗址、角山遗址的部分遗物。展品的来源
不仅限于江西省博物馆馆藏，还依据既往的科研成果与
观点，借调相关文物，以强化展览的学术支撑与论证力
度。譬如，通过青铜兵器、青铜犁铧以及陶网坠等文物，
阐述商代江西的军事征伐与统治、稻作农业以及渔业活
动的面貌；瑞昌铜岭采矿场景的复原和孔雀石、冶铸工
具等展示，揭示商代江西青铜采、冶、铸技术的脉络；通
过省外借展的甲骨，识读甲骨文中“虎方”相关记载，并
结合吴城遗址出土刻有“戈”符号的文物，阐述学界关于

“虎方”“虎国”以及“戈方”的既有推测与学术论证。这些
举措，保障了展览的深度、厚度和广度。

其三，妥善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
（观众）与“物”（藏品）之间的关系，是博物馆陈列展览的
价值归宿与实践落点。在当下博物馆实践研究的学术语
境中，逐步从“以物为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的理念转
变。这就要求博物馆陈展一定程度上要以受众为导向，
引导“人”通过看“物”获取有效信息。“虎踞江南”展览的
内容与形式设计，充分考虑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差异。
一方面，其学术性较强，囊括大量学术观点、线图表格，
能够满足科研人员这一目标专业受众群体的需求；另一
方面，通过视觉符号提取、展览动线规划、互动展区设计
以及数字化的展示手段，将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文
化价值及艺术魅力，以更为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
兼顾了社会公众的观展需求与体验。

综上，基于我国青铜时代所蕴含丰富的考古学文
化内涵，以及早期中国“多元一体”“辐射四方”等理论
框架的支撑，博物馆展陈与青铜文化研究之间的融合
处理显得尤为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讲，“虎踞江南”展览
将理论研究、文物展示、“人与物”关系处理等核心要素
融入实践，整合了学界对商代江西青铜文化研究的主
要成果，为探究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
作用，探究青铜文化研究与博物馆陈展的内在逻辑，提
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案例。

（作者单位：江西省博物馆 摄影：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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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文化视角下博物馆展陈要点分析
邢琳 陈书迁 谢飞

战国简牍文字博大精深，是当前古文字学术研究
的热门领域，学术成果丰硕，但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简
牍文字晦涩难懂，为了让两千多年前书写在简牍古籍
里的文字“活”起来，宣传简牍文字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中国文字博物馆和安徽大学联合主办了“简载华
章——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展”。展览主要展示了《安
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安大简）第一、二辑共 150枚
竹简的内容，分成“初识竹简”“学诗以言”“夫子诲语”

“论军问政”四个单元，展示阐述《诗经》《仲尼曰》《曹沫
之陈》三部文献和重要学术研究成果。

以字为媒，连通古今，展示学术成果

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以“文字”为专题的一级博物
馆，本次展览以展示战国竹简文字为主，充分体现了

“文字”这一主题。安大简距今两千多年，竹简上的文字
与我们今天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比如一字多形和假
借破读的现象，还有很多通过安大简才得以识别疑难
字，等等。如何将这些晦涩难懂的学术研究成果深入浅
出地解释给普通观众，让文字“活”起来，是策展团队面
临的首要难题。为此，展览遴选了简牍中大众相对熟知
的内容，用图文和漫画结合的形式进行展示。同时，展
览设计了“安简简”卡通 IP形象，让它与孔子进行对话，
还设计了曹沫和鲁庄公的形象，做成漫画宣传册赠送
观众，便于观众更好地熟悉和理解展览内容。

对于《诗经》这样文学艺术化程度高的作品，策展
团队从内容和文字两个部分考虑，以“异文新解”和“字
词考释”为题，展示最新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异文选
用了“窈窕”“硕鼠”“县鹑”“邂逅”等这样耳熟能详的内
容，展示安大简所记录的《诗经》与如今所学通行本《诗
经》的不同之处。比如“窈窕”，在安大简中写成“要翟”，
并非传统联绵词解释为娴静之意，而是指腰身美好。

“要”就是“腰”的本字，像两手叉腰样子。展览展示了
“要”从甲骨文、金文到秦汉隶书的演变过程，揭示了战
国文字在汉字的发展演变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让观众
能直观地感受到汉字字形演变的历史。此外还有“硕
鼠”并不是指“大老鼠”，而是一种叫“蝼蛄”的昆虫，诸
如此类有趣的内容，能够引发观众强烈的好奇心。字词
选用了“沉”“兕”“倾”“茁”“修”“瑱”这些比较便于形象
通俗解释的字来展示，如“沉”字在安大简中写成在河
中沉禾苗的样子，目的是祭祀河神，祈求丰收，并延伸
讲述了甲骨文和简牍文字中祭祀所沉在河中的其他祭
品，比如牛、羊、玉、人、贝等。

展览中，无论是展板上的内容还是墙上装饰的竹简
图片，对于竹简记载的文字都在旁边做了释文，特别是
在如《关雎》《桃夭》这样名气比较大的篇章中，还附上了
今本毛诗和简本释文的对照内容，让观众能够对古今

《诗经》的不同之处和安大简的重要价值一目了然。
此外，为了让大众了解安大简文字的研究工作，展

览还配套举办了安大简相关的专题学术讲座，讲述安
大简收藏保护研究的过程以及安大简的学术研究成
果。同时，展厅中以视频的形式循环播放古文字研究专
家对安大简的讲述，进一步加深观众对展览的理解。

字在景中，景在字里，营造别样体验

展览打造了《关雎》和《桃夭》、孔子教学、战国车马
战争等场景，观众步入展厅恍如身临其境。为了让观众
了解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的文字和语言与当下的差
异，使观众理解语言文字是随着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的
观点，在《关雎》场景中搭建了一个凉亭，并在亭中安装
了三部电话，拿起电话便能听到不同时期语音朗诵和
歌唱的《关雎》，包括上古音唱诵、中古音诵读和现代普
通话歌曲。当观众拿起电话，听到模拟两千多年前的上
古音唱诵的《关雎》，看着场景中安大简上用战国文字
书写的《关雎》诗句时，仿佛与我们的老祖宗进行一场
跨越时空的交流。

在《桃夭》这个场景中，营造了桃花纷飞的美丽景
象，配上竹简上《桃夭》的内容，观众可以在场景中拍照
留念，还可在展览准备的竹片上临摹古文字，写上充满

爱意的竹简话语，用红绳将竹片系在场景中的桃树上。
这样浪漫的体验，吸引了很多情侣前来观展互动。

以字寄情，玩物益智，扩大展览影响

为了扩大影响力，展览配套设计了多款精美的文
创产品，有安大简“君子”“淑女”文字的折扇和香囊等，
备受观众喜爱；印着竹简文字吉祥语的饼干，将其做成
竹简的形状，放置在像抽签筒形状的包装盒里，观众可
以摇签认字，边吃边玩；精选“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我
念君子，温其如玉”等文字内容，制作冰箱贴和书签；选
取《仲尼曰》中的格言警句，如“君子见善以思，见不善
以戒”等内容印制手提包，等等。这些文创产品既起到
了宣传战国竹简文字的作用，同时借助文创产品阐释
传播安大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识字竞技，寓教于乐，社教活动增强互动

为了增强展览的影响力和观众的参与感，团队还
结合展览内容设计了相应的社教课程，组织青少年参
观展览，书写竹简。同时在展厅设置了展览互动游戏区
域，设计了识字投球游戏。观众只要将小球上的现代汉
字与安大简中的战国文字投球对应成功，便可获得一
份文创礼品。这种展览内容与游戏相结合的方式，使得
高深晦涩的古文字展览变得生动有趣，进一步增强了
观众的观展热情和品读意愿。

（作者单位：中国文字博物馆）

“简载华章——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展”展览手记
陈彪


